
「所謂『國家形象』，是近年從國

際政治學、傳播學領域引入文化學乃

至電影學的一個新名詞，一般認為，

是指在一個文化交流傳播愈益頻繁的

時代，一個國家的外部公眾、國際輿

論和內部公眾對國家各個方面⋯⋯的

主觀印象和總體評價。」1 由此可

知，國家形象實則由三部分構成：藉

由「外部公眾」引入跨文化、跨國維

度，意味z國家形象必須在多種民族

國家及其文化接觸、碰撞與交流中產

生，由此確定國家形象發生的基本情

境。它與政治、文化他者鏡像不斷映

照，自身特徵與差別不斷被發掘、固

定，不僅傳遞給他者，而且其形象也

漸次清晰；「國際輿論」則指民族國家

在國際政治空間的慣常定位，尤其在

民族國家的國際政治地位發生變化

時，總能喚醒國際輿論的某種記憶，

因此國家形象具有連續性與穩定性；

而「內部公眾」所構想、認同的國家形

象，則是基於個體真切的生活體驗及

其社會經驗，從微觀政治學出發構想

國家形象，與「外部公眾」和「國際輿

論」在宏觀政治學、外在層面的建構

有z較大差異。就當前而言，中國一

方面存在強勢的崛起形象（是基於「外

部公眾」與「國際輿論」的宏觀政治），

另一方面卻是社會形勢嚴峻、階層分

化嚴重、民生窘迫等具有較多負面影

響的生活經驗與人生況味，這當然是

「內部公眾」微觀政治學的想像。

更值得注意的是，無論何種國家

形象，都是通過媒介和輿論傳播、表

達的，處在一個不斷變化的動態過程

中。因此，國家形象雖然在客觀上是

國家整體實力的「重要體現」，但媒介

*述本身，存在z較強的主觀虛構。

換言之，既有的國家形象離不開現代

大眾媒介的想像性建構，與國家、社

會的真實狀態存在差異，但並不是說

這種形象不重要，相反，從傳播效果

上說，它比民族國家在客觀上的整體

實力更有影響力，不僅表達了當下民

中國電影中的

國家形象及認同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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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為2010年教育部課題研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國電影的國家形象建構及其認同研究」

（編號10YJC760005）之階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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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的主觀欲求、國家目標，而且反過

來對真實的國家狀態產生影響。在現

代媒介中，電影的影響力（尤其是大投

入大製作的大片）不容忽視。

一　建構民族共同體：政治
　　電影的政治儀式及其運

作機制 　　　　

托林遜（John Tomlinson）指出2：

「民族身份」是人們體驗文化歸屬的不

同形式中的一種，但它具有特殊的政

治和意識形態意義。民族國家是（現今）

世界最重要的政治、經濟單元，這個

事實意味\在民族身份的構建中常常

包括大量的、有意識的「文化構建」。

無論後現代政治學對民族國家存在怎

樣的「去魅」，民族國家仍然具有十分

重要的現實作用，它使公眾的民族或

民族文化歸屬有了具體的疆域感，但

歸屬感又是建立在有意識的「文化構

建」上，政治認同說到底是文化身份

問題。

如此，電影的重要性就呼之欲

出。與小說、電視劇等媒介相比，電

影因其視覺經驗的共同性、流行文化

的同質性、資金運作的國際性、發行

渠道的全球性，具有很強的跨區域、

跨文化、跨國傳播傾向。由於這種與

「外部公眾」頻頻接觸的特徵，電影在

國家形象的塑造方面承擔z十分重要

的功能，甚至可以說，國家形象之所

以成為研究熱點，與在建國六十周年

（2009）大慶的背景下湧現出如《建國

大業》、《天安門》、《沂蒙六姐妹》等一

批獻禮電影有z相當的關聯。但是，

政治電影局限於國內觀眾，幾乎沒有

「外部公眾」特徵。其中，《建國大業》

遵循正史、黨史以及權威的製作機構

和創製人員，成為最具代表性的政治

電影；《天安門》和《沂蒙六姐妹》則屬

革命「小*事」，雖從小處z眼，但同

樣強調「還原歷史」，包含傳達主流政

治意志的意願；而《驚天動地》（2009）

把汶川大地震周年紀念搬上銀幕，直

接凸顯災難面前解放軍勇於救援的剛

強意志。

我們知道，國家形象的塑造往往

借助政治儀式。專門研究政治儀式

的美國學者科澤爾（David I. Kertzer）

指出3：

政治儀式是一個有用的工具，它可以

用來影響人們對於政治事件、政策、

政治系統以及政治領導者的觀念。透

過儀式，人們對於甚麼是適合的政治

制度，甚麼是一個政治領導者所應具

備的特質，以及他們周遭的世界是否

符合這些標準等問題，會發展出他們

的觀念。

以上電影的創製、發行及其傳播效

果，始終離不開「建國六十周年」這一

儀式背景。它也確實發揮出重要的政

治功能。如果說胡錦濤的閱兵式從現

實層面展示了崛起的大國形象，喚起

公眾的自信與自豪，而增強國家形象

的認同，那麼《建國大業》、《天安門》

等電影則從歷史面向上勾勒新中國成

立的諸多形態，重塑民族國家歷史的

形式闡釋了建構的合法性，再次召喚

其宏大歷史所隱藏的個人記憶與情

感。但是，科澤爾所言，人們通過政

治儀式發展出他們的觀念，只是引發

社會公眾對現實政治程度不一的思

考；或者說，政治儀式往往激發起公

眾的政治熱情，形成政治議題，但並

電影因其視覺經驗的

共同性、流行文化的

同質性、資金運作

的國際性、發行渠道

的全球性，具有很強的

跨區域、跨文化、跨

國傳播傾向。由於這

種與「外部公眾」頻頻

接觸的特徵，電影對

國家形象的塑造承擔

±十分重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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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直接促成人們的國族及政治認

同。進而言之，政治儀式存在理性／

政治目標／國家形象與感性／政治情

感／個體經驗等兩個相輔相成的面

向，社會公眾對政治目標、國家形象

的認同，必須轉換成融合了個體經

驗、成長記憶的政治情感。

可以看到，在「建國六十周年」這

一政治儀式下湧現出的政治電影，均

突出政治儀式中的認知層面。《建國

大業》在新中國的建國歷史中，詳細

描述了政治協商制度的發生發展；

《天安門》在開國大典中放大了「修葺

天安門」的事件，如此等等。在這些

電影中，歷史事件或知識得到了重點

表達，但對政治儀式的情感層面則有

所忽視，尤其缺乏具有感染力的情

感。《建國大業》依靠一百多位明星演

員吸引觀眾，然而「明星聚會」引發的

是娛樂情感而非政治情感，因此，這

部電影雖然在內地製造了票房奇:，

但在香港票房不到700萬，其影響更

難逾越華人文化圈層，也是可想而知

的事情。《天安門》安排了講述修葺設

計者愛情故事的線索，固然是編導試

圖貼近觀眾的一種努力，但這與政治

事件應當激發的政治情感存在明顯錯

位，*事重點已然偏移；而且由於人

物身份的特殊，這種愛情缺乏典型

性，難以攪動起觀眾個體的政治情感

與經驗記憶。

不容否認，對「內部公眾」來說，

國家形象的形構及其政治認同的關鍵

在於民族共同體。「民族主義的方法

是要排除國家和生活之間的差異。在

這個情形下，是要建立一個隸屬於社

會的次級集合體——『民族』，對於那

些被定義為歸屬民族的國民而言，民

族是一個特殊狀態。」4即是說，建構

國家形象、確立身份認同，關鍵在於

民族共同體；國家正是通過「民族」這

一特殊狀態（所謂「特殊」，在於它以

特定的政治、文化觀念，組建起了一

個觀念性、區隔性的抽象組織），整

合社會差異、削弱個人欲求，以歷史

溯源、重述文化觀念、凸顯現實疆域

怎樣在民族國家的政

治表述、歷史重構中

應對國際輿論，怎樣

在盤根錯節的國際政

治糾纏中表現國家形

象，應該是國內政治

電影創作必須關注的

重中之重，而這恰恰

成為目前電影的政治

盲點。

《建國大業》在建國六十周年大慶的背景下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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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國家政治符號等方式，提供某種

可資共享共在的生命體，將國家與民

族疊合：由此，認同民族共同體即是

認同國家。

政治電影都從這個角度想像國

家，喚起公眾對民族國家的認同。在

民族共同體的具體想像上，無論是

「政治協商制度」，還是「天安門」、

「革命英雄」，均屬於政治範疇。這些

電影無一例外地注重國家意志的同一

性，簡化社會階層間的矛盾、忽視國

際政治的差異。但是，國家之間、社

會內部的政治架構事實上已經深刻捲

入到國際政治的紛爭與衝突中，尤其

是當下，世界各種民族國家之間的政

治觀念、體制及其權力意志在國際政

治舞台上激烈地競合、妥協，怎樣在

民族國家的政治表述、歷史重構中應

對國際輿論，怎樣在盤根錯節的國際

政治糾纏中表現國家形象，應該是國

內政治電影創作必須關注的重中之

重，而這恰恰成為目前電影的政治盲

點。從形塑國家形象的角度說，也就

是缺乏「國際輿論」這一維度。

雷諾茲（John Reynolds）曾指出人

們對不同「政治象徵」有不同的「檢測

指數」，同一個人，對不同的政治象

徵的認同程度是不相同的5。這昭示

了大眾文化建構國家形象的方向。對

於國家形象而言，重要的並不是既定

的政治象徵符號，而是在於尋找到人

們認同程度較高的政治象徵符號。

《建國大業》選擇「政治協商會議」，凸

顯中國特色的「民主制度」，以此將新

中國的建國史縫合起來。儘管政治協

商會議在國家政治體系中佔據重要地

位，但人們對之的認同並不是很高。

相對說來，《天安門》選擇了「天安門」

這一認同程度較高的政治地點，然而

「天安門」僅是簡單的修葺地點，並沒

有真正參與故事情節，釋放出本身所

蘊含的政治能量。同時，影片採用革

命「小*事」的方式述說這一特殊的政

治空間：為迎接開國大典，華北軍區

抗敵劇社舞美隊緊急受命，對天安門

進行全面翻新整修的故事，無論就人

物（田震英及其隊友）還是情節（「修葺

天安門」缺乏情節張力）而言，都難以

引起觀眾興趣，從而影響到國家形

象的建構。

二　國家形象的「去政治化」：
　革命傳奇片的消費與
娛樂　　　　　　

在國家形象塑造方面，與政治電

影相關但又與之不同的是：革命傳奇

片。之所以說相關，是因為革命傳奇片

*述的仍然是民族國家的政治觀念與

事件；之所以說不同，是因為革命傳

奇片重在講述傳奇故事，而不在於政

治故事。雖然革命傳奇片早已有之，

但當下的傳奇片集藝術虛構、明星演

繹、商業操作於一身，尤其在視覺效

果、動作設計、特技製作等方面精益

求精，這為革命故事打開了一片嶄新

的天地。

2007年末馮小剛導演的《集結號》

依靠驚心動魄的戰場效果和曲折有致

的*事手法，賺足了觀眾的眼球，票

房飆升的同時獲得了專家、政府的一

致叫好6。在2009年中，就不得不提

到《風聲》——在國慶檔期中，能夠對

《建國大業》票房形成一定競爭的只有

諜戰片《風聲》。而在2009年的賀歲檔

期中，《十月圍城》借助「護ß孫中山」

的革命題材，成為一部最讓觀眾動容

的大片。更有意思的是，這三部作品

都與中國大陸以外的電影人有關（或

革命傳奇片所建構的

國家形象存在複雜

性，當國族政治落實

到普通民眾時，社會

差異也就呈現出來。

質言之，此種國家形

象在社會差異、階層

矛盾的情況下發生了

一種「去政治化」現

象，政治／消費、宣

諭／娛樂在文本中出

現斷裂與錯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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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的出彩，得力於專事戰場效果的

韓國製作者，《風聲》的導演之一陳國

富來自台灣，而《十月圍城》的導演則

是香港的陳德森，監製是香港導演陳

可辛。這三部電影都將票房市場放在

了中國大陸。我們一方面看到了境外

電影人對民族國家政治意志的準確把

握，另一方面，他們所建構的國家形

象存在複雜性，當國族政治落實到普

通民眾時，社會差異也就呈現出來。

質言之，此種國家形象在社會差異、

階層矛盾的情況下發生了一種「去政

治化」現象，政治／消費、宣諭／娛

樂在文本中出現斷裂與錯位。

這在具體文本中有不同的表現。

《集結號》在「國族政治」話語所支配的

戰爭效果結束後，充分暴露出失蹤

者、烈士所標識的社會差異、階層等

級，兩者之間形成抵牾，甚至質疑了

國族政治的合理性。故事在順時的線

形結構中前後分裂。

《風聲》雖然借助主流政治的觀念

模式，製造了一個因政治因素的參與

（抗戰背景、敵偽政府、共產黨地下組

織等）而具有複雜張力的情節框架，但

卻遮掩不住「貓抓老鼠」的遊戲策略、

情色暴力的展示，以及偶像明星的煽

情演繹等商業消費的娛樂元素，而在

影片中，政治觀念的庸常性與故事情

節的傳奇性形成強烈反差。一頭一尾

的政治表白雖然把當前國族政治全然

裝配了進去，但扣人心弦的娛樂／

消費的主體部分，無形中沖淡了前者

的意義。片尾出現的政治道白，無論

怎樣淒婉，也比不過六爺的針扎酷刑

來得刺激，就連顧曉夢的前史也未嘗

有過令人信服的交代（如果她的父親

真為「日偽」政府捐資、捐飛機，那又

應當怎樣處理家庭內部的政治立場

與倫理衝突？），她給觀眾更多留下

了「大資本家的貴小姐」印象。整個

故事的政治表達，只能借助於「老槍」

吳志國最後的台詞解釋。毋庸諱言，

觀眾體驗到的，就是因展示酷刑帶來

的肉體衝擊、因人物的絕境而來的

智力遊戲，而這，都與國家政治意識

無關。

可以說，《風聲》的政治話語體系

十分混雜：日本軍官武田由年輕帥氣

的黃曉明這一偶像演員扮演；被俘虜

的地下黨員也不是忠貞不屈、守口如

瓶；而破譯技術高超、情深義重的德

國博士李寧玉，甚至讓觀眾遺忘她是

在敵偽政府�工作的；更糟糕的是，

在尋找「老鬼」的遊戲中，共產黨人為

隱藏自己，嫁禍他人的做法（如用字:

的相似嫁禍無辜的白小年，導致其死

亡），引發了政治倫理的反思。可以

說，敵我對立的政治話語體系在《風

聲》中已然崩潰，被圍困起來的人物群

體恰恰消除了政治疆界與立場差異，

使觀眾平等視之，編導把國族政治抽

離出公眾的情感、道德，國家形象失

去了具體的指認對象而面貌模糊。

徐賁認為，認同離不開具體的認

同對象，這些對象不僅需要有本土特

點，而且要求有超群體的普遍價值7。

如果說《集結號》的「普遍價值」與具體

的「認同對象」明顯前後斷裂，《風聲》

的情況是首尾與主體的差異過於突

出，那麼《十月圍城》縫合兩者之間的

裂縫顯然要高明一些，用偶發的情節

點使重點人物悄然發生轉移，孫中山

與陳少白，這些具有真實身份的人

物，成了一個空洞的政治所指。在陳

少白生死不明的緊急關頭，李玉堂及

其充滿江湖氣息的護ß勇士們悄然躍

居主角。與此同時，前兩部影片都將

訴求點放在強烈的肉體「痛感」（戰場

如果說《集結號》的

「普遍價值」與具體的

「認同對象」明顯前後

斷裂，《風聲》的情況

是首尾與主體的差異

過於突出，那麼《十

月圍城》縫合兩者之

間的裂縫顯然要高明

一些，用偶發的情節

點使重點人物悄然發

生轉移，具有真實身

份的人物成了一個空

洞的政治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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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酷刑展示），這種「危險又安全」

的痛感對當下觀眾看來即是驚險刺激

的娛樂，但缺乏足夠的情感力量。

《十月圍城》則把人物從政治價值轉向

了傳統父權、家族規範等倫理價值，

父親形象及其權威地位得到了再三確

認（如李玉堂之與李重光、方天之與

方紅的父子／女關係，從反叛到崇敬

發生扭轉；劉郁白願為贖回鐵扇這一

「劉家傳家寶」的李玉堂賣命）。因此，

《十月圍城》中具有普遍價值的國家形

象建立在草根屬性上，不懂政治、不

知革命的民眾完成了一次政治行動，

並以底層生活以及生存體驗祛除了國

家形象的政治屬性，它在集體形象中

穿插了眾多體現社會差異的個體生活

與人生經驗，以傳奇的江湖想像、傳

統的人倫規範取消了現代革命所蘊藏

的政治意識。

從根本上說，國家形象的這種斷

裂緣自於編導將國族政治放置在消費

娛樂中。詹姆遜（Fredric Jameson）說

得好：「消費本身是個人化的和分裂

的，其邏輯是破壞日常生活的結構組

織。」8顯然，大眾文化的消費對象

就是一種迥異於庸常的日常狀態的想

像「傳奇」與「神話」。表現在文本中，

就是傳奇故事極力掙脫庸常的政治觀

念的束縛，試圖成為最動人也是最離

奇的「神話」。由此，故事前後、主體

與首尾、觀點與*述、政治與文化之

間的斷裂是必然的。然而，在後現代

消費邏輯中，不僅文化與經濟可以焊

接在一起成為文化資本，政治與經濟

也黏合得密不可分。如上的革命傳奇

片就是遵從這一消費邏輯，在國家政

治意識的故事架構中，文化傳統的倫

理價值、集體記憶與現代時尚的情感

娛樂縱橫交錯。因此，當跨文化、跨

地域甚至跨國資本生產民族國家形象

時，對之的認同機制已經發生了根本

的變化。

如果說《建國大業》以政治吸納經

濟（即百多名演員無片酬加盟），落腳點

在於政治，那麼革命傳奇片則是以經

濟吸納政治成份。如王逢振所說9：

跨國公司不再為一個國家服務，而是

有它自己的聯盟，為它自己的公司服

務，為全球資本主義服務，一切都以

它的資本增值和再生產為轉移。換言

之，隨\跨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種

難以察覺的資本的內在邏輯及其作用

將成為社會的支配力量。

這雖然是針對跨國公司及其資本而

言，但對跨地的合資、獨資公司及其

海外資本來說，同樣值得重視。一方

面，跨地合作的革命傳奇片，濃墨重彩

地書寫政治傳奇、宣揚國家神話，以

其精良的技術製作、商業運作贏得了

觀眾與主流政治較好的認同，但另一

方面我們必須看到，這種濃墨重彩的

政治*事，主要是遵循z商業資本贏

利的內在邏輯；對政治的利用，根本

目的在於接近中國大陸市場，從而在

經濟方面獲益。正因如此，革命傳奇

片中的國家形象充滿了多元的異質。

三　亂世的想像：古裝大片
　　中的國家形象及其認同

危機　　　　　　

以上政治電影與革命傳奇片因其

國族政治的表達，在傳播區域內受到

較大限制，當下盛行的古裝大片以歷

史的遮蔽跳出國內發行的限制，積極

開創了海外的廣闊市場。可以說，從

創製開始，古裝大片就致力於全球文

在後現代消費邏輯

中，不僅文化與經濟

可以焊接在一起成為

文化資本，政治與經

濟也黏合得密不可

分。革命傳奇片就是

遵從這一消費邏輯，

在國家政治意識的故

事架構中，文化傳統

的倫理價值、集體記

憶與現代時尚的情感

娛樂縱橫交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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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片*述弱者死亡、凸顯權貴精神、

極權主義的國家想像呼之欲出，在全

球範圍內建構西方經驗的東方國家，

其傳播意義微妙而敏感，成了一個亟

待重視的文化事件。電影一方面以身

體動作吸引海外觀眾，似乎只是純粹

的娛樂消遣，但另一方面，因諸多影

射政治的蛛絲馬:，又成為一個民族

文化的表徵、引起國家想像的符號。

如上所說，民族國家形象誕生於文化

雙邊、多邊的接觸、衝突與協商過

程，在召喚與回應的互動機制中得以

彰顯；它以異質文化觀照自身鏡像，

不僅獲得了自我確認與構形，而且也

將這種形象傳遞給文化他者。相對說

來，比起以上兩類電影，古裝大片所

形構的國家形象更具有重要的傳播意

義：對海外觀眾來說，即是代表中國

形象，所勾勒的國家意志、文化表徵

以及人物性格，不僅意指古老中國的

過去，而且也是當下中國，甚或在一

再重複的刻板經驗中預設了未來。

然而，就現狀而言，「古裝」作為

歷史的能指符號，恰恰指向一種生造

的「偽歷史」，古裝大片在商業資本對

數量的追求中，已經塗抹、修改了蘊

含在民族歷史中的集體記憶與情感，

而在所形構的國家想像中，野蠻粗

暴、滅絕人倫的民族特徵被不恰當地

誇張。如香港導演李仁港的《錦衣ß》

（2010）選擇「錦衣ß」題材就頗令人意

外。作為明朝的特務機構，「錦衣ß」、

「東廠」等代表至高無上的王權獨裁、

中央高度集權下的政治高壓，以及對

社會民意的極度控制，歷來遭到嚴厲

批判。李仁港無疑美化了特務機構。

不僅如此，影片還把孤兒、兄弟相

殘、弱肉強食，當作挑選錦衣ß的標

準，這是對這一制度的「想當然」，用

違背最基本的人倫關係異化傳統中

國。再如《孔子》（2010）�，開篇不久

就表現以活人殉葬的喪葬禮儀，雖然

存在一定的情節功能，但無形中增強

了古代中國野蠻、殘忍的觀影印象。

這種情況在《英雄》（秦兵箭陣屠城）、

《無極》（2005，瘋牛陣前作為誘餌的

奴隸）、《夜宴》（2006，濃墨重彩表現

擊殺老臣裴洪，目的卻是展示殘酷的

棍刑）、《大兵小將》（2010，不通語

言、愚昧野蠻的部落人）中，可謂比

比皆是。

再從歷史時期考察，所有古裝大

片的歷史背景，無論是春秋戰國、三

國紛爭，還是五胡亂華、五代十國，

均是突出政治動蕩、戰爭頻仍、民不

聊生的亂世想像。在如此高頻率的重

複*事中，古代中國與原始、貧瘠、

好戰、殘忍等負面聯想密不可分。亂

世的國家形象，本身是負面的想像，

而且，幾乎所有的古裝大片均以悲劇

結尾（僅有《赤壁》〔2008〕以勝利而告

終），所*述之事、所塑造之人，在情

感困境、人生困境、社會困境中難覓

出路，徹底解構了亂世想像可能蘊含

的浪漫主義、英雄主義，加劇了國家

分崩離析、人民無以聊生的社會絕望。

就人物而言，古裝大片存在國族

認同的，僅有《花木蘭》（2009，花木

蘭等為民族而戰）、《孔子》（孔子漂泊

多年，終歸魯國故土）和《錦衣ß》（青

龍與閹黨對抗，保護象徵國家權力的

玉璽、維護國家的統一），更多的古

裝大片出現退讓的現象。如《英雄》中

趙人無名放棄了刺殺秦王的使命，認

同暴政的「天下」；《十面埋伏》（2004）

的理想價值卻是現代愛情，從根本上

放棄了社會身份的召喚。但嚴格說

來，即便存在國族認同，仍然是一種

「挑戰—回應」的被動模式，當民族國

「古裝」作為歷史的能

指符號，恰恰指向一

種生造的「偽歷史」，

古裝大片在商業資本

對數量的追求中，已

經塗抹、修改了蘊含

在民族歷史中的集體

記憶與情感，而在所

形構的國家想像中，

野蠻粗暴、滅絕人倫

的民族特徵被不恰當

地誇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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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遭遇到危機，具有同一身份的人們

不得不回應，並非主體自由選擇的結

果。如青龍承擔起保護玉璽的責任，

在於「大明人」這一既定的身份；花木

蘭之所以抵禦外族入侵，也不外因父

親是「後備役」的特殊限定；再如孔子

之所以要回魯國，不過因其是故土。

這雖是國族情感的認同與召喚，但

是，局限在特定身份上，難以闡釋這

一認同究竟如何由文化產生，更未表

現文化怎樣強化了這種認同。因而在

跨國、跨文化傳播中是失效的。

從表現上看，把想像狀況當做實

際狀況，主體承認自己是甚麼，並照

此去行動，在《大兵小將》中有所表

達。成龍扮演的梁國「逃兵」，雖然貪

生怕死、理想卑微，但最後在臨死時

自問「沒有丟梁國的臉」，完成了國族

認同。然而，當個體接受特定身份的

召喚，把國家、社會、集體當做認同

對象時，就和國家情感及其身份認同

相互識別與審視。簡言之，國族身份

的認同及其情感的發生，建立在自由

主體的自由選擇上。由此看來，《大

兵小將》的這種認同無疑是生硬的。

因為影片一直*述「小人物」只要活z

就「挺好」的庸世哲學，梁國「逃兵」又

怎會「為梁國而死」？與此同時，毫無

抵抗的「被殺」，更非主體自主選擇的

結果。由於缺乏主體與國家想像的互

相審視，影片無論對梁國還是ß國的

認同，根本沒有建立起來；國家情感

及其身份認同，處在蒙昧狀態。

大眾媒介影響政治，已成基本事

實。尤其是*事媒介，將特殊的政治

意識置放在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物形

象、情感命運、人生歷程的流變之

中，這使觀眾難以覺察帶有歧視、偏

見的政治觀念與國家形象，尤其是當

這一負面的國族形象是由本國傳媒所

*述、構形的。古裝大片基於權貴精

英立場、消減平民情感、壓縮生命經

驗、故事如此雷同，很容易造成一種

誤解：古裝大片即是「代國立言」。它

是站在民族的高度、國家的立場對民

眾的家庭、生活、命運的*述。由於

讓人絕望的古裝大片如此之多，又分

明暗示出，「國」／集體強盛與「家」／

個體幸福不僅處在嚴重的分裂狀態，

而且顯現了一種可怖的極權主義，必

須「為國」而「捨家」。最典型的莫過於

《花木蘭》，雖然花木蘭獲得了事業成

功，卻在愛情神話的面前受挫，與文

泰黯然擁抱、無言分離。然而，當

「國」與「家」合一後，古裝大片卻又呈

現出「窩�鬥」的爭權奪利，這一異常

畸形的權欲心理違背了最基本的人倫

道德。如《夜宴》（圍繞王權，泛濫的亂

倫現象）、《滿城盡帶黃金甲》（2006，

夫妻殘殺、母子亂倫與父子相殘）、

《大兵小將》（為了王權，兄弟相殘）

等。如此極度陰霾、壓抑的皇室家

族，又何以承載起國家責任，實現國

族認同的召喚？

總體上，目前中國電影對國家形

象的形構，均是從單一的歷史維度追

溯，既缺乏直面社會現狀的「共享」共

同體（這導致民族共同體缺乏現實的

凝聚力），更缺乏可供當下公眾為之

奮鬥的民族國家的未來構想。政治電

影所組建的民族共同體，都集中在政

治符號，缺乏共同體所需的多元的文

化表徵；革命傳奇片以感官的痛感刺

激，實現消費與日常狀態的分離，國

家形象在消費傳奇中日益模糊；而古

裝大片突出國族命運絕望得不能再絕

望的亂世想像，甚至產生了負面效

果。李俊增認為：「要人民認同政治

社群，對之產生政治情愫，此一政治

社群必須能在人民心中產生意象，因

古裝大片基於權貴精

英立場、消減平民情

感、壓縮生命經驗、

故事如此雷同，很容

易造成一種誤解：古

裝大片即是「代國立

言」；又暗示出「國」／

集體強盛與「家」／個

體幸福不僅處在嚴重

的分裂狀態，而且顯

現了可怖的極權主義，

必須「為國」而「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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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大眾媒介，具象的電影在「明確的

形態」上似乎得天獨厚，但這遠遠不

夠。作為一種抽象的政治認知，國家

形象、政治情感不僅要明確，而且更

需正面引導，能夠從文化層面闡釋民

族國家的政治理想。「在全球或是跨

文化傳播的層面上說，自我展現是指

這樣的能力：通過想他人所想，感他

人所感，尋求到與對方共享的傳播信

號並將自身投射到對方的心目中。」bl

然而這需要一個基本前提：文化自

信。跨文化是在文化自信的基礎上

「尋求與對方共享的傳播信號」，最

終目的是要使對方對自身形象賦予

情感。

筆者認為，大凡存在一定社會影

響的政治片、革命傳奇片與古裝大

片，都屬於與當下全然不同的某個過

去，它無論具有怎樣重要的意義，但

如果僅僅在歷史隧道中塑造國家形

象，而無視階層矛盾多變、社會差異

複雜、經濟艱難轉型的當下狀況，都

將缺乏傳播的說服力，更顯民族國家

的政治理想缺乏當下的社會根基。徐

賁說得好bm：

群體認同是一種有條件的公共行為，

這個條件就是公共生活必須能為認同

提供它所需要的價值資源，也就是那

些具有日常生活意義的，可以認同並

值得認同的東西。

在文化自信的基礎上，尋找那些具有

「日常生活意義」的（即是與公眾休戚

相關、而且是身處其中須臾難缺

的）、「可以認同並值得認同」（即是具

有能夠獲得現實認同）的價值，這是

建構國家形象的關鍵。一言以概之，

中國電影應當充分展示迷人的文化傳

統，以積極的國族情緒，將自身的社

會理想與政治理想結合起來，從而有

效地建構國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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